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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公共服务的挑战

一名提供公共医疗服务的医
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令人痛心。
无论基于什么成本的考核， 医生
承担了本不属于他们的风险。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法规司
司长赵宁谈及民航总医院女医生
杨文被扎伤致死一事时表示：“这
个事件不是所谓的医疗纠纷问
题，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刑事犯
罪。 ”的确，这不是医疗纠纷，起码
不是简单的医疗纠纷， 发生这一
切有其更深层次的原因。

第一轮媒体报道主要是一
边倒地谴责患者家属孙文斌，社
交媒体上转发着漫无边际、无限
悲痛和无比愤怒的言论，包括大
量对于杨文医生的哀悼之情。

第二轮的舆论开始关注长期
以来的医患关系，开始吐槽“看病
难、看病贵”。有媒体报道，孙文斌
的姐姐说， 他们和医院的矛盾在
于能否将母亲从急诊科转向住院
治疗， 但得到的回应是医院没床
位。她说，在急诊治疗下去意味着
无法使用医保而需自费， 家里的
经济情况不好， 母亲病情每况愈
下，医疗费用不断增加。

无论如何，能让一个人有动
机对手无寸铁的医生下手，该是
一种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可以确定的信息是，病人 20
多天一直在医院急诊科，不能办
理住院，这意味着不能使用社保
而只能自费； 患者家境一般，也
没有什么可以解决问题的社会
关系； 家属多次与院方发生纠
纷， 进行过投诉和对医生的威
胁；一名医生说，事件发生后，患

者家属丝毫没有表现出愧疚，没
有道歉的话；离开民航总医院的
当天，患者“非常顺利地”入住了
朝阳医院并接受治疗。

如果能做假设的话，我们当
然希望，首先，没有医保和医院
考核机制的双重“紧箍咒”，病人
一开始就可以顺利住院； 其次，
家属有社会关系，办理了住院手
续，或者有财富，不选择民航总
医院；第三，不抛弃任何一个病
人， 对于治愈希望渺茫的病人，
能类似电视剧里演的那样，所有
的医院都能选择非常积极的治
疗方案和亲人般友好的态度。

有分析认为，这一事件所映
射的问题“始于医患关系，高于
医患关系”。 医疗费用快速增长，
医保基金与养老保险基金一样，
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支付压力，
支出增幅高于收入增幅，甚至有
相当一部分省份出现了当期收
不抵支的状况，基金“穿底”现象
日益凸显。 高龄、全身多并发症
的晚期癌症患者，在医保和医院
考核机制的双重紧箍咒下，成了
各大医院的“烫手山芋”，特别是
由于病人使用的是城镇居民医
保，临近年底，医院担忧医保额
度被用完。

改革在路上。 2018 年 3 月
份，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
决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
方案的决定，组建国家医疗保障
局，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制度和大病保险制度，不
断提高医疗保障水平，确保医保
资金合理使用、安全可控，统筹
推进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
动”改革，更好保障病有所医。

基本公共医疗服务是社会

进步的标志，享受基本医疗服务
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 但同
时我们也无法否认，在任何一个
时代， 医疗服务都是分等级的，
基本公共服务并不等于高质量
的医疗服务。

大病求助的新跑道

社保之外，因病致贫返贫是
我国贫困人口主要的致贫原因。
据统计,在所有致贫因素中，因病
致贫始终排在第一位，对贫困户
的影响远大于其他致贫因素。

2014 年开始，基于互联网的
个人大病求助平台被资本青睐，
由此造就了一轮投资赛道，出现
了一批以众筹为核心内容的创
业公司。 这类公司以大病个人求
助与地面推送为流量入口，通过
个人求助导入众筹互助和保险
销售场景，形成一种互联网投资
圈的“获客漏斗”效应。

从数据上来看，2018 年度中
国社会组织接受捐赠总量是 900
多亿元， 但这批创业公司公开披
露的个人求助获得的资金总量超
过 500多亿元，当然，这些资金并
不计入捐赠统计， 从法定意义上
来说，也不属于慈善捐赠的范畴。

近来，水滴筹的“地推模式”
被媒体披露，引发了一波商业与
公益关系的争论。 如果我们从逻
辑上来推论， 做企业没有错，做
公益没有错，用商业的方式做公
益没有错，用公益作为流量入口
做商业也并不违法。 不同的是，
公益的核心是兼顾效率、 公正、
公平、公开，商业的目标主要来
源于投资方要求的创业者完成
上市或赢利的指标，虽然从客观

上也创造了价值、帮助了他人。
《慈善法》 虽然不允许进行

个人募捐，但不限制以个人名义
公开求助，这就为众筹模式商业
化过程中大病求助平台存在的
合规性。 从运营上来看，个人求
助获得的资金，主要是基于熟人
社会的朋友圈，是一种网络资源
的竞争关系，资金聚集的额度主
要取决于发起人的能力、朋友圈
的信用担保延伸以及平台的审
核。 这一段业务流程中并没有严
格意义上的监管法规和机构，此
后的保险业务等均纳入政府的
监管范围，此前强调慈善属性的
与慈善组织合作开展的救助项
目纳入慈善法的监管范围，只是
慈善募捐在业务流程中占据的
比重非常少。

有资深人士分析， 从平台的
实际经营模式来看， 平台对筹款
的传播是利用网络社交层层传
导，由亲朋向陌生人逐渐展开，并
不是汇集救助金后的再分配，而
是依据求助人的社交传播能力直
接进行分配。 赠与人的出发点是
慈善目的；但在分配中，是竞争机
制、市场规律在发挥作用。

个人大病求助平台是典型
的商业平台。 在商业赛道上，资
本逐利的本性会否发生变化？ 现
实是，如果任何一家筹资平台单
边放弃基于大病群体的地面推
广，其他没有受到直接影响的平
台不会选择放弃。 在这样的竞争
环境中，放弃等于退出。 投资的
核心在于追求模式和“利益最大
化”， 而且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
抢占市场主导地位。

那么，有没有可能期待资本
逐利性降低而变成社会企业？ 有

没有可能期待资本放弃获取短
期利益的冲动？ 什么样的解决方
案能够让这一创新模式继续保
持下来呢？ 当风险开始显现时，
市场的多元问题不可能依靠单
边机构解决， 随着规模越来越
大，资本同样需要理性。

网络时代很多商业模式是
“心学”、“感觉学”， 特别是个人
大病求助是基于道德跑道上的
企业，一旦引发社会质疑资本则
有血本无归的风险，目前的竞争
环境依靠一家企业自主变革很
难实现，各家平台的投资方是时
候可以坐在一起商讨对策了。 资
本利益在很大程度上跟社会利
益的目标是一致的，单边利益最
大化的实现过程中同样是风险
最大化，资本同样有其自身的规
律、责任和担当。

无论是开展实质意义上的
行业自律还是企业并购，能够从
根源上解决阶段风险问题的，恐
怕不是创业者， 而是资本者、流
量大鳄甚至是公权力介入。

逻辑上的可持续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聚焦
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
设，系统地提出了“中国之治”的
13 个方面制度体系。坚持社会协
同， 合理界定和充分发挥政府、
市场、社会的职能作用，迈向社
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特别是明确指出重视发挥第三
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
益事业。

从回应社会关切来看，无论
是公共服务还是商业投资，都在
医疗领域投入了大量的物力财
力，在公益事业方面，医疗救助
同样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这个文明通过技术和信
息不断交汇的时代里，人类自私
贪婪的本性在聚光灯下完全暴
露，如何理性地定义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
自然的关系，如何提升生命的尊
严和质量，正在成为当下社会进
步的普遍认同。

打造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
以开放性架构吸纳各方力量参
与社会治理， 形成分工负责、良
性互动的治理模式。

社会是取得一切利益的基
础， 无论在怎样的体制与机制、
科技与教育背景下，都不可能脱
离实际、离开社区；盲目参与和
推动任何一方的利益最大化，都
不可能实现长期利益；任何一种
组织形式，必须牺牲短期或者部
分利益去寻求共存，参与活力建
设才能实现可持续。

世事复杂，我们需要拒绝冷
漠，拒绝盲目质疑的旁观。 鲁迅
先生说：“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
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
车捽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
高兴的人尽有，有肯伸手来扶助
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 ”

未来已来，我们需要坚守价
值，坚守发展的定力。 现代公益
事业除了解决社会救助和实现
社会倡导之外，它培育出的集体
主义和公民意识，也正给予社会
进步以新的动力。

（本文作者系公益时报总编辑）

社会进步的
———医疗领域社会治理探索透视
� � 这几天的北京城格外的冷。

无论是民航总医院事件引发的医患争论，还是水滴筹大病求助平台“地推模式”导致的商业与公益思辨，舆论将医生、患者、商业分为了
不同的利益群体。 在公众对不同利益主体的观点进行讨论的过程中，公共服务、商业投资和公益体系的逻辑在医疗领域逐渐明晰，当代社会
治理体系的结构凸显。

新动力


